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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根據法解釋學的一般原理，不同的解釋方法會導致不同的解釋結論。基於不同的法律傳統、歷

史因素與政治制度背景，全國人大常委會與香港終審法院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釋上採取的解釋方法並不相

同。前者偏重於立法者意圖，而後者更注重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差異造成了對基本法條款解釋的衝突。協調

二者的衝突，需要堅持解釋方法的多元化、增強彼此間法律解釋方法的理解和認同、根據具體情況決定適用何

種解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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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解釋規則和方法會導致解釋結果大相徑庭，從法理上講，只有法律規範的含義統一才能

對人們的行為作出普遍的規範，也才能真正產生約束力和威懾力。1 選擇何種解釋方法以及如何在釋

法中運用這些方法，對基本法的解釋和實施具有重要影響。《香港基本法》第158條只規定了解釋體

制，並未確定解釋方法。由於制度的差異性，比較全國人大常委會與香港法院的解釋權，可以發現

兩者在解釋權的性質地位、解釋程序、範圍、解釋效力等方面的認識存在較大差異2，兩者解釋《香

港基本法》的方法和原則上也是截然不同。中國內地實行的法律解釋制度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律體系為基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則是以英國普通法為主的法律解釋制度。3 為保障《香港基

本法》的順利實施，更好地發揮《香港基本法》的功能，需要解讀中央與香港在《香港基本法》解

釋方法上的差異。本文運用實證主義方法，對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解釋方法

的差異進行考察，分析其原因，從學理層面提供一家之言供相關部門參考，亦希望吸引各方學者注

意，加入討論，以形成更多有價值、具操作性的理論與建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一直遵循普通法法系傳統，實行的是普通法系的法律解

釋制度，奉行司法解釋傳統。4 香港法院第一次認真考慮基本法解釋方法是在“吳嘉玲案”中，終審

法院在該案中指出，決定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方法有兩個因素：一是《香港基本法》的性質和地

位，二是香港普通法系的司法傳統。5 由於《香港基本法》只是陳述一般法律原則及法律目的，必然

有含糊之處，因此，香港法院會採用目的解釋方法，而立法目的則須從《香港基本法》本身、立法

背景及其他有關資料來確定。通過梳理，可以發現香港法院確定立法目的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採

用結構主義方法，根據《香港基本法》各個條款之間的關係和整個文本結構來把握立法目的，二是

採用借助外來資料的方法，通過分析記載立法過程的背景文件來分析《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在之後的居港權系列案件中，香港法院對目的解釋方法又作了一些修正。在“張麗華案”中，

香港法院在解釋《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3款時探討了立法目的，指出臨時立法會制定的入境條例中

要求提供有效居留權證明書並不違反基本法；在“黎施雅案”中，香港法院法官同樣通過探討，認

為《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3款的立法目的在於居港權應當是那些出生時父母一方或雙方已經取得永

久性居港權的子女所應當取得的權益，而非出生之後父母才取得永久性居港權的子女的權益。由此

可見，在上述兩個案件中，香港法院對《香港基本法》第24條立法目的的解釋，除了探尋基本法的

1 孫笑俠：《法律人思維的二元論——兼與蘇力商榷》，《中外法學》2013年第6期，第1105-1136頁。
2 鄒平學：《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律與解釋基本法的若干問題研究》，《港澳研究》2006年2期，第28-37頁。 
3 雷磊：《融貫性與法律體系的建構——兼論當代中國法律體系的融貫化》，《法學家》2012年第2期，第 

1-16頁。
4 王振民：《論回歸後香港法律解釋制度的變化》，《政治與法律》2007年第3期，第2-9頁。
5 強世功：《司法主權之爭——從吳嘉玲案看“人大釋法＂的憲政意涵》，《清華法學》2009年第5期，第5-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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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原意，也運用了黃金規則和除弊規則。6

“莊豐源案”為香港法院解釋《香港基本法》方法的轉變奠定了基調，目的解釋和文義解釋之

間如何運用在“莊豐源案”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相較於“吳嘉玲案”，香港法院在本案中將法律文

本置於重要位置，強調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中解釋基本法條文時，最主要的任務不在於確認立法者

立法時的意圖，而在應當按照普通法系的原則和方法，通過法律文本來推導出立法原意。

對於法院為何放棄目的解釋而選擇文義解釋，有學者分析是因為運用目的解釋存在很多困難，

需要考慮的立法背景和語境太多。如從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背景來看，中央政府簽訂的《中英聯合聲

明》中所體現的英國的目的和中央的目的就不一致，而多方主體參與到香港基本法制定實施當中，

其立法目的本身就有很強的不確定性。此外，採用目的解釋也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獲得相當大的靈

活性，從而導致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這也是居留權系列案件呈現不同判決結果的重

要原因。

香港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採用了普通法系典型的“區分規則”來看待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並且以分權原則來論證法院的解釋權。

司法實踐證明，香港法院不會主動放棄普通法所賦予的法官在個案審判中運用普通法解釋方法、技

術、規則等來解釋相關條款的權利。在實踐中，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有可能導致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有關陳述”對香港法院失去約束力。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對香港法院的解釋理念提出了質疑，

香港法院的“區分規則”雖然是普通法傳統，但“區分規則”的不確定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

地位、解釋效力等因素，決定了香港法院不宜以此規則進行“再解釋”。7 更有學者提出，香港法院

所適用的普通法傳統應當融入到回歸之後所建立的新的憲制制度，融入到《香港基本法》所構建的

解釋機制當中，否則處處以普通法系傳統來對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效力，必然會本末倒置。

繼“莊豐源案”後，2008年“剛果（金）案”的發生再次顯現了香港法律界部分人士對《香港

基本法》第19條所涉及的“國家行為”理解產生歧義。對“國家行為”內涵的理解直接關係到法律

程序、司法管轄以及相關規則的適用。香港終審法院認為，國家主權豁免是《香港基本法》第19條

規定的“國家行為”，根據憲法和法律，香港所適用的國家豁免規則必須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對

此，有必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13條、19條作出解釋。這是《香港基本法》實

施以來，香港法院首次依據該法第158條第3款規定，主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香港終

審法院的判決減少了香港法院在未來處理外交事務的司法空間，也縮減了普通法的適用空間。8

6 姚國建：《論普通法對香港基本法實施的影響——以陸港兩地法律解釋方法的差異性為視角》，《政法論
壇》2011年第4期，第62-73頁。

7 姚國建:《論1999年〈人大解釋〉對香港法院的拘束力——以“入境事務處處長訴莊豐源案＂為例的考察》，《法
商研究》第2013年第4期，第3-10頁。

8 王書成:《司法謙抑主義與香港違憲審查權——以“一國兩制＂為中心》，《政治與法律》2011年第5期，第
2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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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基本法條款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鮮少解釋法律，因此，可供引用參照的資料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從釋法實踐來看，其解釋的基本宗旨是尋求立法原意。在這裏需要特別明確的一點

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除按照《立法法》規定的程序外，還需諮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

意見。

總的來看，在內地整個法律解釋制度體系中，全國人大常委會處於核心地位，不僅對法律有最

終的解釋權，對各類解釋權之間發生的爭議，也有最終解釋權或裁定權。9 立法原意解釋在五次人

大釋法實踐中確立了穩定的地位。在1999年的第一次釋法是針對“吳嘉玲案”的錯誤判決，採用了

原意解釋；2004年解釋文本正文並未提及立法原意，只是在解釋草案中提出要根據立法原意決定解

決問題的思路；2005年解釋文本正文也未提及立法原意，但是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關於解釋草案中

的意見中提及並給出有力論證；2011年“剛果（金）案”對《香港基本法》第19條所稱的“國家行

為”也採用原意解釋，主要援引了憲法中關於國務院權力的規定；2016年針對香港立法會議員就職

宣誓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也是明顯遵循立法原意。

從上述解釋《香港基本法》的實踐來看，根據立法原意來解釋需要依賴一定的條件，即立法原

意與歷史材料本身具有關聯性。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要採用兩種途徑來尋找立法原意：一種是借助於

法律文本之外的資料來確定立法原意。如在“吳嘉玲案”中，為了確定《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4
款和第24條第2款第（三）項的立法原意，1997年3月全國人大批准的《關於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就成為確定《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24條立法原意的根據。

另一種是採用結構主義方法，並不單一地根據法律規範來確定其含義，而是從法律文本整體角度出

發，結合上下條文來理解規範的含義。如2005年對行政長官任期的解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任期為5年，可連任一次。此條款字面含義清晰明確，並未有候補行政長官和初任

行政長官之分。全國人大常委會採用結構主義方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46條、附件一

等多項條款之間的邏輯關係，確定“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前行政長官剩餘的任期”，這也是此次

解釋引發較大爭議的重要原因。10 但是如果缺少必要的證據材料支撐，原意解釋也可能不被採用。

事實上，按照立法原意解釋確實存在一定的優勢：一是對新制定的法律來說，在社會變遷和法

律規範用語的流變程度並不顯著的情況下，法律文本與立法者立法意圖之間的差距不會太大，此時

採用原意解釋方法更具有正當性；二是相對於其他解釋方法而言，立法原意解釋降低了解釋者個人

價值判斷的影響力；三是此解釋方法與香港法院經常採用的語境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容的。

香港部分人士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原意解釋方法存在質疑的地方，主要是確定立法原意的過程

9 黃明濤：《兩種“憲法解釋＂的概念分野與合憲性解釋的可能性》，《中國法學》2014年第6期，第281-298頁。
10 Feng, L. & Lo, P. Y., “One Term,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Justifi c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 in 

Fu, H., Harris, L. & Young, S. N. M. (eds.), 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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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1999年的“吳嘉玲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援引的外來資料是1996年籌委會的《意見》，當

時有學者提出質疑，為何不用香港基本法制定之時的資料來論述立法原意？在吳嘉玲案中，終審法

院也承認外來資料可在確定基本法立法原意中發揮輔助作用，在之後的陳錦雅案中，香港法院提出

中英聯合小組的有關協議可以證明《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3款的立法原意，終審法院雖然承認真實

性，但不予採用。從上述實踐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原意解釋是持謹慎態度的。

因此，香港法院更願意牢固遵守法律文本所表現出來的立法原意，而反對超出《香港基本法》文本

所覆蓋內容範圍的解釋。針對此現象，有學者提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制定一套完整的規則來探尋

《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包括對用以論證立法原意的外來資料的選用也形成系統的規則，以保

證立法原意探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11

在《香港基本法》解釋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旨在還原《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除了在“吳嘉玲案”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指出，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違背了《香港基本法》的

立法原意，但並未說明為何採用原意解釋。香港法院一直以來強調的重點則是文義解釋與普通法系

傳統之間的關聯性。對解釋方法差異性的原因，有很多學者認為根源在於兩地解釋體制的差異。

總體來看，全國人大常委會採取原意解釋，香港法院主要採取文義解釋是基於以下方面的考慮：

一是從法律解釋權的實施主體來看：在內地，法律解釋權和立法權、司法權處於同等地位，都

是憲法規定的權力。12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法律解釋者，當其發現香港法院未能正確理解《香港基

本法》時，在解釋時必然借助外來資料的輔助來解釋其立法原意，立法機關對這些外來資料的獲取

具有很大優勢，因而原意解釋就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首選的解釋方法。

與大陸法系奉行立法中心主義不同，普通法系奉行司法中心主義，堅持司法機關是惟一的釋法

主體。在法律解釋方法論層面上，司法中心主義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採用文義解釋方法。香港終審法

院一再提出的“法例的文本才是法律”，道出了文義解釋的理由。文義解釋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忠於

文本。雖然這種解釋方法相對於其他解釋方法來說有點保守，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法官能夠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釋法律而不被立法者所左右，同時也有效降低了法官在解釋過程中創設權力的

可能性。13

二是從法律解釋權的實施過程來看：全國人大常委會要維護自身解釋權威性。《香港基本法》

第158條明确規定：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11 姚國建、王勇：《論陸港兩地基本法解釋方法的衝突與調適》，《法學評論》2013年第5期，第79期。
12 參見張志銘：《中國的法律解釋體制》，梁治平編：《法律解釋問題》，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年，第165頁。
13 林峰：《對一個任期的兩種解釋及〈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的未來》，韓大元主編：《比較憲法——憲法

文本與憲法解釋》，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年，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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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

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委員會的意見。”

據此可見，第一，《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種解釋權是完整且全面

的，源於國家主權而生發的根本性解釋權。第二，相關特別行政區法院的解釋權來自於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授權，主要是在審理案件時對《香港基本法》中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條款進行解

釋。香港法院的解釋權是派生的，源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服務於審理案件的需要，以自治範

圍內的條款為限。第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

釋，仍然是源於授權，同時需遵循《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程序性安排。第四，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

解釋權時也需遵循《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三是從法律解釋權的實施效果來看：由於社會結構的多元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不同組織、不

同機構對《香港基本法》的理解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些理解上的分歧並不必然通過法院的審判來

化解。為了緩解此方面可能帶來的社會矛盾，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發揮“定分止爭”功能。如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釋法，以及後續所制定和頒佈的一系列解釋性法律文件，都是為了理清香港政

制發展軌道。自2003年開始，香港社會對《香港基本法》中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就

有不同的認知，為了避免社會矛盾的產生及加劇，全國人大常委會遵循立法原意，多次對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進行釋明，起到了很好的化解社會紛爭效果。14

一直以來，香港法院都把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與普通法傳統結合起來。釋法實踐所展現的

兩地完全不同的解釋方法給《香港基本法》的適用帶來了阻礙，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原意解釋，

香港法官的普通法思維很難理解；而對於香港法院的文義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會認為其歪曲了

立法原意。從解釋方法和解釋技術上來看，似乎很難找到一種現成的解釋方法來解決因解釋《香港

基本法》而帶來的衝突和摩擦。縱然因解釋《香港基本法》而引發的衝突與多年來兩地形成的固有

的解釋體制有關，但是《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本身的制度性缺失也是不容忽視的。

歐共體與成員國之間的關係雖然和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存在差異，但《香港

基本法》中所規定的法律解釋制度與歐盟的初裁制度在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成熟的初裁制度體系

對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4 喬曉陽：《從“一國兩制＂的高度看待釋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香港文匯報》2004年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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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裁制度”主要是指成員國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凡是涉及適用歐共體法律的案件，在作

出判決之前成員國法院可以或必須根據歐盟基礎條約規定的請求權，提請歐洲法院對共同體法律作

出解釋或進行有效性說明，以獲得歐洲法院的初步裁決，而成員國必須根據初裁結果來適用歐盟法

律。歐盟的初裁制度不僅使得法院擁有傳統意義上的司法裁判權，而且被賦予新的“裁判權”，並

通過此確立和維護歐共體的法律地位，法律的最高解釋權力由歐洲法院享有，這有效減少了法律解

釋爭議和衝突，保證了歐共體整個法制的統一性。具體而言：

第一，各成員國法院享有初裁的啟動權。成員國法院在具體的案件審理過程中會遇到關於歐盟

法律的地位、效力及適用範圍等問題需要作出解釋，對於此類問題，成員國法院無權解釋，只能提

交至歐洲法院裁判。初裁制度從性質上來看，可以說是成員國法院和歐洲法院本着司法合作精神而

進行的對話。15 歐洲法院對成員國法院的提請形式作了詳細規定，要求成員國法院在提請文件中應

當列明要求歐洲法院初裁的法律問題、案件詳情、訴訟進展情況、當事人對案件事實及法律適用的

爭議等。16 一旦提出申請，訴訟程序將立即中止直至歐洲法院作出初步裁決。

第二，歐洲法院享有初裁的裁判權。根據《歐共體條約》第234條的規定，歐洲法院對涉及下列

事項有初步裁決的權利：（1）對本條約的解釋；（2）確認歐盟機構和歐洲中央銀行制定的規章的

效力並解釋；（3）對根據歐盟委員會規章建立的機構所制定的成文法作出解釋。歐盟法院的裁判權

主要涵蓋兩層意思：一是解釋性初裁，即對歐共體的法律和條約進行解釋。歐洲法院一般採取的解

釋方法是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二是合法性初裁，即對歐盟各機構的日常立法行為進

行審查，是傳統司法意義上的違憲審查權的延伸，為歐盟法律的具體實施清掃了障礙，拓展了歐共

體與成員國法律體系的發展空間。

第三，初裁的結果通過成員國法院得以實現。提請初裁請求的各成員國法院有義務承認歐盟法

院的初裁裁決，並將初裁結果作為其在個案判決中的法律依據。推而廣之，歐盟法院初裁結果的法

律效力是及於每個成員國的，其結果是可以被援引，在整個歐共體體系內的效力具有普遍性。

歐盟的初裁制度發展到今天早已成為歐洲法院經常性的司法事務，不宜將它看做是一項簡單的

法律解釋或是司法審查機制。它是在兩條線路上激勵着歐共體和各成員國去發現他們之間存在的法

律空隙、漏洞、缺陷等，並堅持以符合條約精神的原則對其進行解釋、完善。這種以開放、包容的

態度發展法制路徑的方式值得借鑒。

儘管中國法律解釋制度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與歐盟的初裁制度不盡相同，但中國法律解釋制度運

行的空間卻與歐盟有共通之處，特別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和香港法院解釋的銜接上與歐洲法院

解釋和成員國法院解釋權的銜接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筆者認為，至少有三點值得借鑒參考：一是

借鑒歐洲法院解釋方法的多樣性。從歐洲法院先予裁決的實例來看，對歐盟法律條文的解釋非常典

型的採取了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方法；二是借鑒各成員國提請解釋的說理性；三是借鑒其提請解釋

15 隋偉、楊明光：《歐洲聯盟法律制度簡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年，第67頁。
16 王曉明：《歐盟國家解決衝突的方法》，《香港社會研究集刊》2005年第3期，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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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徹底性；四是借鑒其解釋結果適用的強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法院的解釋是司法解釋直接對接司法解釋，而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卻

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構之間運行：一個是立法機關的常設機構，一個是司法機關，是立法解釋對

接司法解釋，這兩者在解釋目標、解釋的出發點、解釋方法以及解釋側重點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為此，有學者提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卻不適用法律，缺乏在法律使用過程中對法律進行解

釋的基礎，不宜行使法律解釋權。對此問題的解決，仍然需要學術界和實務界進一步的研究和探

索。筆者認為，無論未來《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發展態勢如何，但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的

法律解釋制度，不應當僅僅只是靜態的、符合現有規則的，還需要制度的制定者、踐行者為其預留

出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空間。

總之，借鑒歐盟的設計和經驗，在現有的解釋制度基礎上，在解釋的基本流程中，確定解釋權

歸屬、充實解釋內容體系、限制法院的司法審查權能，促進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完善路徑由靜態、封

閉向動態、開放轉變，不僅是基本法發展之必要，也是法律制度完善之必須，更是鞏固“一國兩

制”實行基礎之必備。

基本法解釋方法的確立是化解兩地在解釋方法衝突思維最有效方法，也是完善基本法解釋權運

行機制的重要舉措。側重點不同，解釋的方法模式也不同，大致有三種：一是從法律文本語言出發

來理解法律含義的文義方法；二是從法律邏輯出發，注重內容和體系的一致性的結構主義方法；三

是從立法背景出發，關注立法意圖的目的方法。17 這三種模式綜合使用，才能對法律含義作出完整

準確的解釋。香港法院的解釋一般比較注重法律文本含義，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則比較注重立法

意圖。解決問題的辦法最終要回到兩地解釋方法差異形成的原因上來。

基本法解釋引發爭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兩地釋法主體都是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來理解基本法

以及對方所作出的法律解釋。18 兩地解釋方法的協調，有必要加強雙方對對方法律解釋理論的瞭

解，包容彼此的差異性。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而言，需要認識到普通法系具有成熟的法律解釋理論體

系，文義解釋方法在香港法院的解釋理論中佔據重要地位。應當認識到，任何法律解釋都應當以文

義解釋為基礎。正如德國學者齊佩利烏斯提出的：“無論如何，人們會在這一點上同意古典解釋理

論，即所有的解釋努力都應當從法律的可能詞義出發。”19 因此在這一點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與香

港法院並沒有區別；就香港法院而言，有必要瞭解中國的憲法制度以及法律解釋制度，知曉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釋法行為是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解釋。20　實際上，從普通法的法律傳統來看，普通法

17 蘇力：《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律文本解釋方法的追問》，《中國社會科學》1997年第4期，第21頁。
18 See Feng, L. & Lo, P. Y., “One Term,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Justifi c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 

p. 151.
19 ［德］齊佩利烏斯：《法學方法論》，金振豹譯，北京：法律出版社，2009年，第63頁。
20 杜磊、鄒平學：《合法性與權威性：人大釋法六大問題法理辨疑》，《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年

第4期，第25-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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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官從來不拒絕採用目的解釋，只不過在19世紀某段特殊的年代因為議會至上的普遍信念，使得

法官在面對代表新興民主的制定法時，更明智地選擇了遵從明白表述出來的法律規則。21 因此，香

港法院的法官從根本上並不排斥目的解釋。

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間分享研究成果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嘗試着設立一個香港憲制法律研究組

作為研究機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中有不少香

港人士，這實際上是架起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橋樑，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設立，不僅有

助於傳達香港各界的意見，也有利於中央指示的下達。22　在此基礎上，建立以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為

評價主體的評價機制，恪守中立的原則，在“愛國愛港”、“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保證其專業諮詢

機構的性質，建立起強大的公信力；建立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釋權的監督，

包括司法、立法及行政三方面監督；中央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經常性協調機制的建立，有利於雙方增

強彼此瞭解，通過溝通來解決問題。無論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或特區政府）考慮是否提請釋

法，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權衡是否釋法，在作出任何一個涉及港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或決定前，都必

須重視進行民意的調查。

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的解釋方法之間的差異和衝突並非不可協調，只要雙方能夠善意理

解對方的解釋方法理論，互相借鑒並及時調整解釋方法的適用，而不是刻意放大彼此之間的差異，

必然能夠有效地化解因解釋方法差異而引發的矛盾和衝突。

首先，原意解釋不應該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惟一方法。原因有四：第一，從立法來看，原

意解釋並非是法定的解釋方法。《中國憲法》、《立法法》並未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採用何種

解釋方法。從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情形來看，共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必須採用立法原意解釋的情

形。這種情形是由於立法技術上的原因，法律條文呈現出一定的模糊性，需要法律解釋才能闡明；

另一種是無法採用立法原意進行解釋，根據《立法法》第42條規定，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

要明確法律適用依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情形之一，這裏所說的“新情況”是不存在立法

原意的，自然無法進行原意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此種情況下的解釋更像是立法行為，而非釋法

行為。其實，釋法立法化是立法解釋機制根本無法避免的現象，這也是立法解釋區別於司法解釋

最明顯的特徵，這同時也表明原意解釋並非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惟一的解釋方法。第二，釋法實踐

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釋也並不是說都是運用原意解釋。如自1997年刑法頒佈實施

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共修正了9次，涉及對近20條刑法條文的解釋。有學者將這些解釋分成兩大

類：一類是對刑法條文的明確和具體化；另一類是對刑法規範的補充，本質上已經超越了解釋性

質。23 由此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體制與原意解釋之間並非是直接對應關係。第三，從原

意解釋特徵來看，其局限性決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能固守這一方法。《香港基本法》實施過程

中發生的新情況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斷地以新的思維、新的視角去思考、解釋基本法，以真正

21 McLeod, I., “Literal and Purposive Techniques of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Som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English 
Common Law Perspectives,”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iss. 3, 2004, p. 1109. 

22 李昌道：《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探析》，《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年第3期，第62-70頁。
23 唐稷堯：《事實、價值與選擇：關於我國刑法立法解釋的思考》，《中外法學》2009年第6期，第885-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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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法律價值目標。第四，從《香港基本法》條文規定來看，並非所有問題都能找到立法原意。原

意缺失的情況可能有三種：一是由於認識的局限性，在立法時尚未發現的問題；二是立法時就已經

存在，但由於不能達成共識而未形成有效的解決方案；三是立法者應當預見到某種情況，但由於疏

忽而忽略了立法原意。無論哪種情況，都需要釋法者在立法原意之外來對基本法條款作出解釋。正

如德國法學家拉倫茨所指出的，法律體系絕不應“像網一樣地覆蓋”在法秩序之上，法學毋寧應不

斷地由法秩序整體、其內含的意義脈絡出發，賡續發展，借此顯示出作為一種意義脈絡的法秩序整

體。24 任何法律解釋的答案都應當在整個法秩序中去探尋，而不應當拘泥於法律文本。

其次，文義解釋也不應該是香港法院惟一的解釋方法。普通法解釋理論本身就具有很強大的包

容性，其最大特徵就在於，法官在運用法律時，可以根據時勢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法律邏輯思維。

它與大陸法系中的文義解釋中的區別就是，它不僅強調尊重法律文字含義本身所表現出來的立法原

意，也會借助於其他資料。文義解釋並不排除原意解釋的適用，只是要求更高、更為精細化。

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說，文義解釋可以成為其解釋方法之一。文義解釋的核心是尊重法律文

本，這一方面是由於文本是立法原意最好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則是法律穩定性的要求。相比之

下，香港法院受普通法系解釋理論長期影響，在解釋方法的選擇上比較精細化。但是香港法院法官

應當注意到《香港基本法》的特殊性，《香港基本法》有不少條款的內容都是概括性表述，有必要

適度考慮基本法的立法目的。正如黃茂榮教授所主張的，文義要素是作為法律解釋活動的範圍性因

素在起作用。25 當《香港基本法》中的法律條文採用了不確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條款時，就可能會出

現多個符合法律條文的解釋結論，此時就可以選擇最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釋結論。這樣既是對法律文

本的遵從，也符合立法目的的要求，實現了文義解釋與目的解釋的統一。

香港法院在採取目的解釋時，最至關重要的是全面把握《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即《香港

基本法》既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也維護國家主權；既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社

會利益，也保障人權。

未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時，需要根據個案情況的不同而妥當的選擇解釋方法，從而保障法

律價值的實現。這一價值追求對香港法院來說也是相同的。法律條文不過就是一堆存在着的法律原

料，是法律解釋賦予了這些條文鮮活的生命力，法律解釋的本質就是為了解決法律適用衝突。《香

港基本法》實施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沿用的普通法傳統將在一個新的憲制結構下生存和發展，

這就要求法官們及時調整自己的法律思維，在個案審判中從有利於維護《香港基本法》權威及化解

衝突的角度出發，選取適當的解釋方法。

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完善，不僅需要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之間的互動和配合，還需要健康有序

的人文環境來承載。具體到基本法解釋機制，就是指解釋機制系統內外的法律文化氛圍，主要包括

兩地法律界的政治態度、法律觀念、法律信仰等方面。

24 ［德］卡爾‧拉倫茨：《法學方法論》，陳愛娥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3年，第44頁。
25 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北京：法律出版社，2007年，第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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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定堅定統一的政治態度。兩地人民尤其是香港特區居民的政治態度深刻地影響着基本法解

釋機制的完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法律精英，不應僅僅以自己所認同的民主觀念、法制觀

念以及法律價值觀念來抵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應當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解釋的權威

性與指導性，而避免偏離基本法的規定。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經過綜合採取各種解釋方法之後得出解

釋結論之後，應當要認識：此種解釋具有權威性，屬於法定解釋，具有法律效力。這從根本上是由

《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一國兩制”的體制所決定的。因此，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

也是對文義解釋方法的遵循，是符合香港法院的司法傳統的。違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

釋，是對文義解釋方法最大的背離。

要發展健康和諧的法律文化。對基本法的解釋機制而言，法律文化的衝突是其完善的“隱性”

障礙。在香港回歸之前，兩地的法律體系是相互獨立的；回歸後，兩地的法律體系需要相互相容，

儘管是在“兩制”之下，但依然需要找到合適的點來實現兩種法律體制共存。香港法院、立法會、

法律界人士應當對香港社會的法治理念、法律思維以及處理法律問題態度等方面起到引領作用，引

導健康和諧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形成。

要培養良好包容的社會心態。良好社會心態形成的重要基礎是對兩地法律文化之間差異的包

容。首先，要建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與香港立法會議員之間的溝通機制。其次，由相關機構牽

頭建立常設的學術研討機構，把研討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完善，兩地解釋機制對接的條件、路徑等作

為長期的研討工作，為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完善提供豐厚的理論基礎。

要提高法律人的能力水平。要想有一個健康優良的人文環境，法律人首先得培養創新的法律觀

念和法律意識。法治發展實踐證明，任何階段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某種法律思想的指引下制定的，而

這些法律思想又深刻地滲透在人們的政治態度、法律文化、社會心態當中。只有當我們認識到人文

環境對於法律思想傳遞的重要性，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來完善基本法的解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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